改革開放脈絡下的中國文物體制與文化治理 by 許令儒
35
當代中國研究通訊，2011，16: 35-36
有別於一般的旅遊研究，古明君教授的對話
對象不只是旅遊研究。儘管她的研究興趣起源於
一次中國文物和文化旅遊的旅遊經驗，但旅遊研
究中的旅遊產業與經濟發展或人類學式地探究旅
遊現象不是她主要談的主題。古教授提出「文物
體制」的概念試圖回答文化物在中國從中共建政
到改革開放以後，經歷了什麼使用上的變化，而
在這變化過程中、歷史形成上，經過何種組織制
度的安排、經過什麼認同的轉變、如何把過去商
品化等研究問題。
發現文物體制
古教授最初循著上海台商的人脈在中國作田
野，但台商在整體大陸旅遊系統中的位置，如小
型旅行社、旅遊服務人員，很難回應她的研究問
題。後來她在美國新學院大學(The New
School)專長博物館研究的指導老師
引薦一位準備在中國蒐集文物
到美國作展覽的美籍策展
人。古教授跟著他的腳
步，到了陝西拜訪各博
物館、文物專家、旅
行社，發現了在這當
中有一套已形成的關
係，也就是她的研究
問題概念化後的名
詞：「文物體制」。
古教授跟著這位策
展人，發現他可以很容易
的為她指點作博物館研究的
門路，也就是所謂「文物系統」
的人。但是後來看到的現象，卻也讓她發現這個
系統裡的人有其限制：這些過去專門作文物保護、
文物管理、使文物作為國家生產機器的人，無法
清楚回答關於改革開放後「文物旅遊」現象的變
化。於是古教授改而去敲省政府的門，遞公文、
請人寫介紹信去省政府的口子，詢問當地文物旅
遊的發展。在這過程中，她發現有一套條塊關係
的「文物體制」，也就是圍繞著某些歷史之物的
行動者及其實踐，以某種機構和程序的方式組織
起來。於是制度與機構組織的建置化，使得特定
的「何為文物？」以及「文物之用」的價值架構
被論述與實踐，並使得某些群體擁有以特定的方
式使用某些歷史之物的正當性。
在中國，文物體制最重要的組織原則是「文
物國有制」，國有制為其提供了正當性。因此長
期來說，很多文物相關現象，是從中央到地方下
達命令的結果，而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地
方想要調整這套從上到下的關係，
使之有較大的權力使用文物資
源。
文革前的文物體制
建置
文物體制中呈現
的治理性，也就是圍
繞著文物的定義、使
用、管理、詮釋，所形
成的文物相關的管理形
態，以及人與文物的制度
關係，由此得以達成價值的
體現、或特定意識形態的運作及
改革開放脈絡下的中國文物體制與文化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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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教化等功能。中共建政之前，在其紅軍根據
地就已進行文物的調查與保存，但當時論述還不
清楚。直到建政之後，才開始系統性的建置。這
是一段很長的論述發展過程，例如為何要有文物？
該如何管理？解放後、文革前都在確立這個過程，
從接收文物與文化機構、1956年第一次全國文物
普查、1961年指定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到草
擬文物保護相關的法令等。此時古教授認為文物
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大類，一為與中共建政過程相
關的史料，二為無相關的。到底什麼跟國家有關
係，屬於國家文物應該被保護？在此依循著共產
黨的觀點，在制度上確立了文物國家所有分級管
理制度，而其目的在於文物分類的意義整編，並
將文化機構作為國家宣傳工具。
古教授以敦煌文物為何值得被保護作為例
子。有官員表示，過去繪畫都是宋人開始保護的
文人畫，而敦煌則是一般工匠、是勞動人民的勞
動成果，所以不是要保存敦煌文物，而是要保護
勞動人民藝術成果的藝術傳承。由此可見，保存
文物不只因其藝術價值，還在於中共馬列主義史
觀的框架，因此文物具有國家宣傳工具的意義。
改革開放後的文物體制建置
改革開放以後，文物體制也捲入了市場化潮
流。更多行動者，將文物視為經濟資源，試圖利
用文物獲取經濟利益，地方政府與經濟結合體加
入了文物治理。地方文物體制改革，是地方政府
試圖以組織與管理體制變革，以突破文物國家所
有制的治理關係，試圖更為市場化的運用文物資
源。具體來說，是地方政府以行政命令或經營特
許權等不同的手段，使文物系統之外的行動者，
得以介入甚而主導文物考古點的經營與開發、文
物的使用，以期發揮文物具有的（或潛在的）經
濟效益。
於是從 1970、80年代的「早上看廟、晚上睡
覺」這樣單純的文物旅遊，進一步發展出許多奇
怪現象。例如地方政府找地方旅遊公司來投資建
設、規劃管理旅遊資源，旅遊公司背後就是地方
政府的力量在支持，地方政府將文物資源與地方
經濟發展扣連在一起。一方面文物本身就是旅遊
資源，而如何將文物變成旅遊吸引物就很有趣，
甚至有創造假文物的現象；另一方面藉著旅遊的
發展，有地方政府背景的旅遊公司進一步投資建
設地方經濟，例如進行文物景點周邊的房地產開
發等。
但這也引發許多爭議，例如陝西地方旅遊公
司有集團化的傾向、文物集團想要上市就與中央
發生緊張關係，中央文物部門會認為文物是國家
所有，而文物所衍生的利益怎能由地方公司汲取？
由於文物體制改革，多重的行動者得以介入文物
的使用與詮釋，也使圍繞著文物的社會關係，在
形式或內容上，出現了不同於過往的文物治理關
係。因此核心問題是：文物的意義是否仍與黨國
意識形態相一致？誰有正當性來使用文物？體現
在文物體制改革下的人事權、物權與財權等爭議
問題上。 （整理：許令儒）
